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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的因果识别设计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

马 啸
Ｘ

【 摘 要 】 社会科学的 因果识别革命使得政 治学研究越来越偏重基于设计的 实验方

法。 同 时 学术训 练也更着重 以计量为 导向 的 因 果识别 、 实验设计等 ，
而

轻视了 对于历 史知识 的 积 累 和对研 究对 象更深层次 的 了 解 。 本文以政 治

制度和政治态度的有关研究为 例 ， 探讨 历 史事件在 以识别 因 果关 系 为导

向的研究设计 中 的独特作用 。 基 于历 史 的 因 果识 别 分析对研究人 员 在理

论 、 背景知识 、 数据分析等 多 个维度上都提 出 了 更高 的要求 。

【 关键词 】 历 史 ；
因 果识别 ；

政治制度 ；
政治 态度

过去十多年里政治学实证研究经历 了 因果识别 （
ｃａｕｓ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 ｉｃａｔｉｏｎ ） 的革命 。

这种现象的 出现 ，

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尝试政治学议题 ， 潜移默

化地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引人了政治学 ， 另 一方面也是 因为政治学的研究成果更为

频繁地被作为政策决定的依据 ，
研究人员不再满足于从数据中寻找相关性 ，

而是希

望发现因果关系 。 在此之前 ， 政治学主流 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对观察数据 （ ｏｂ ｓｅｒｖａ
？

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
）的分析 。 无论是通过个案比较 ， 还是运用大样本统计分析 

， 本质上都是

通过案例间 的比较排除干扰因素 ，
以发现因变量与 自 变量之间 的相关性 。 但是基于

观察数据的 因果关系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即使是非常稳健的相关性的结果 ， 也

可能会受到包括样本选择偏差 、 反向 因果 、 遗漏变量等方面的质疑 。

这种变化对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问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 为了应对观察

数据在因果关系识别上的挑战 ， 政治学研究 日益青睐基于设计的实验法 。 研究人员

通过严谨的实验控制对照组设计 ， 人为地改变实验组 自 变量的值 ， 并 比较其与控制

组因变量的 区别 。 因其研究设计的严谨性 ， 实验法可以为研究者提供非常精准的因

果效应的估计 ， 其结果也往往更具有政策参考 的价值 。 但是实验法同样具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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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议题都可 以用实验法来检验 ，
而且往往那些无法用实验

法检验的话题 ， 恰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例如 ， 如果想要研究 民主化对一国经济

发展 的影响 ， 研究人员显然无法将威权 国家随机分组 ， 让一部分国家成为 民主国家

并观察其经济发展表现 。 有些问题虽然理论上可 以通过实验的方法进行检验 ， 但是

研究设计受道德考量的制约也无法实现 。 例如 ， 如果想要知道战乱经历对人的政治

态度的影响 ， 研究人员就需要让受访者去战场上亲身体验
一下战争的残酷 ， 并测量

政治态度的变化。 但这种可能伤害到受访者的研究设计显然无法在现实 中执行。 这

些局限使得使用实验法的政治学研究者逐渐回避社会科学领域的传统经典理论问题

（例如现代化理论 、 国家构建 、 民主化 、 冲突等 ） ， 转而进行
一

些以政策为导向 的微

观研究 ， 研究的话题和所涉及的理论文献向应用公共管理靠拢 。 长期看来 ， 强调 因

果识别 的研究导向 和实验法的使用 ， 使得政治学的研究出现以数据和研究方法为驱

动 （ ｄａｔａａｎｄｍｅｔｈ ｏｄｓｄｒｉｖｅｎ ） 的倾 向
，
并且减少了 与传统经典话题的真正有意义的

对话 。

本文认为 ， 政治学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在以因 果识别为研究导向 的潮 流中可 以

焕发新的活力 。 这里说的传统研究方法 ，
特指 比较政治学中 以国别 、 区域为研究对

象的研究 ， 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 的历史进行深度了解和发掘 ， 对所研究对象的社

会背景知识 （不仅限于 自 己所研究的特定话题 ） 有广泛积累 。 本文认为 ， 掌握研究

对象的历史与细节知识 ， 本身并不与因果识别相矛盾 。 相反 ， 掌握丰富 的关于研究

对象的质性知识 ， 为研究者通过
“

自 然实验
”

（ ｎ ａｔｕｒａ ｌｅｘｐ ｅｒｉｍ ｅｎｔ
） 来识别 因果关系

打开了大门 。 与基于设计的实验相 比 ， 自 然实验具有成本低廉 、 可操作性强 、 可以

检验的理论话题更为广泛等优势 。 这种方法将历史事件所造成 的长期冲击纳入 因果

识别的框架 ， 来分析制度 、 观念等 内生性较强 ， 但同时又颇具理论意义的变量 的影

响
， 是一种综合了质性与定量方法 、 观察数据与实验设计优点 的研究路径 。 同 时

，

基于历史事件的 自 然实验法对学者提出 了更高的学术训 练要求 。 研究者不仅需要深

人了解研究对象的背景历史知识 ， 也需要熟练掌握计量分析技巧 ， 并将研究设计与

重要的理论问题相结合 。 可以说 ，
这种研究方法对选题立意 、 证据收集以及数据分

析这几个评价研究 的重要维度均有强调 ，
同时不以 牺牲其中一方来成就另一方 。 当

然任何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的 ，
基于历史事件的因果识别同样具有其局限性 。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历史 自 然实验的概念
，
之后分别结合制度变迁和政治态度两

类具体研究 ，
对基于历史事件的因果识别设计进行阐释 ， 最后对这种方法 的局限性

做简单的讨论 。

一 历史 自然实验与因果识别

使用观察数据并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出结论的研究面临着两大挑战 。 第
一个挑战

是反向 因果问题 ， 即在分析中被认为是解释变量的 因素也可能受到被解释变量 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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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发生改变。 第二个挑战是遗漏变量的干扰 ， 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可能本身

不存在因果关系 ， 而是受某个未观测到的变量影 响而同 时发生改变 。
？ 研究者尝试

使用各种方法解决这些 问题 ， 包括在分析 中使用解释变量 的时间滞后项 以及在回 归

中控制尽可能 多的干扰 因素 。 但是这种
“

事后补救
”

（ ｅｘ
ｐｏｓ ｔ ） 的办法存在各种局

限 ， 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
？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 计量经济学家提出 了工具变量 的方法 。
？ 简而言之 ，

工具

变量是一个与被解释变量不直接相关 ， 而通过影响解释变量来改变被解释项的变

量 。 工具变量需要满足排他性限制 （ ｅｘｃｌｕ ｓｉｏ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 ， 即其只能通过改变解释

变量这一个渠道 ， 而非其他途径 ， 来影响被解释变量 。 为 了满足这
一条件 ， 研究者

采用的工具变量大都基于偶发的事件 、 自 然灾害 ，
或者政策的人为断点等 。 其背后

的逻辑与基于设计的实验法相近 ， 即通过近似随机 （
ａｓ

－

ｉｆｒａｎｄｏｍ
） 的干预 ， 排除其

他干扰因素对被解释变量 的影响 。

历史事件形成的冲击同样可 以被用 于构建工具变量 。 虽然事故或 自 然灾难造

成的短期冲击也经常被用于因果识别 ， 但其检验 的对象往往较 为简单 ， 容易受外

界影响发生变 化 ，
且 易于测量 （ 例如选举结果等 ） 。

④ 而很多研究者感兴趣 的对

象 ， 例如制度等 ，
则更为复杂且不易变化 ，

所以使用此类外生冲击往往具有 局限

性 。 而重大的历史事件 ， 则 可 以 在更长 的 时间 维度上 积淀 出更深远持久 的 影

响 ， 因 此可以 用来检验一些更为复杂且不容 易改变 的 事物 的 因 果效应 。 下 面就

以 制度和政治态度 的研究为例 ， 探讨历史事件作为工具变量在 因 果识别设计 中

的运用 。

制度变迁的原因及其影响是政治学关注的
一

个核心话题 。 自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现代化理论提出后 ， 主流观点认为政治制度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
⑤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 ，
随着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兴起 ， 人们对制度与经济发展间的 因 果关系 又提

出 了新 的问题。 制度主义学派认为 良好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非结果 ，
这与现

代化理论的因果关系形成了直接的冲突 。 由 于数据的局限 ， 尽管经济学家和政治学

①另
一种导致分析偏误的常见原 因是选择偏差问题

，
也可 以被归为遗漏变量问題。

② 关于
“

事后补救
”

（《ｐｏｓｔ） 型和
“

事先设计
”

（ ｄｅｓｉｇｎ
－

ｂａｓｅｄ） 型因果识别 的区分
，
见 ＴｈａｄＤｕｎｎｉｎｇ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ｎｍｅｎＵｉｎ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 ｅｓ
ｉＡＤｅｓｉｇｎ

－

ｂａｓｅｄＡ
ｐｐ

ｒｏａｃｈ
９Ｃ 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 １２

〇

③ ＪｏｓｈｕａＤ．
Ａｎｇ ｒｉｓｔａｎｄＡｌａｎＢ ．Ｋｒｕｅｇｅｒ ，

“

Ｉｎｓｔ ｒｕｍｅｎｔａ 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ａｎｄ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ｆｏ ｒＩｄｅｎ
ｔ
ｉｆｉｃａ

ｔｉ
ｏｎ

：ＦｒｏｍＳｕｐ
－

ｐｌｙ
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ｔｏＮａｔｕｒａ ｌＥｘ

ｐ
ｅｒ ｉｍｅｎｔ ｓ

，

Ｍ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 ｃ
ｔ
ｉｖｅｓ



ｆ
２０ ０１（ １５ ）

，
ｐｐ ．

６９
－

８５ ．

④ 运用事故和 自 然灾害造成 的短期 影响的研究 ，

‘

见 Ｃｈｒｉｓｔｏ
ｐ
ｈｅｒＨ ．ＡｃｈｅｎａｎｄＬａ ｒｒｙＭ ．Ｂａｒ

ｔ
ｅｌ ｓ

，

“

Ｂ ｌ
ｉｎｄＲｅｔ？

ｒｏｓ
ｐ
ｅ ｃｔｉｏｎ ：Ｅ ｌｅｃ ｔｏｒ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Ｄｒｏｕｇｈｔ

，Ｆｌｕ ，ａｎ ｄＳｈａｒｋＡｔ ｔａｃ ｋｓ
，

”

２００４ 。

（Ｓ ）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 ａｒｔｉｎＬｉｐｓｅ ｔ
，


Ｍ

ＳｏｍｅＳｏｃｉａ ｌＲｅ
ｑ
ｕｉｓｉ

ｔｅ ｓ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 Ｌｅｇ ｉ
ｔ
ｉ

？

ｍａｃｙ ，

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 ｉｅｗ ， １９５９ （
５３ ） ，ｐｐ．

６９
－

１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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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尝试采用各种高级的计量方法 ， 但还是没有办法取得共识 。
？ 分析的难点集 中在

两处 ： 第一 ，
政治制度的决定因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包括历史 、 文化 、 气候 、 资

源 、 战争 、 宗教等 ） ， 利用观察数据只 能控制有 限的干扰变量 ， 无法穷尽所有可能

影响制度的 因素 ； 第二 ，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这两个核心变量在理论上可以互为因

果 ， 即经济发展既可以导致制度变迁 ， 同时制度变迁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因

此 即使在回归分析中发现两者具有非常稳健的相关性 ，
也无法判定经济发展与制度

变迁在现实 中的因果关系 。

阿西莫格鲁等人于 ２０００ 年发表的论文 《 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 ， 将历史遗产

（ 即各国 的早期殖民模式 ） 用作识别制度变迁的外生冲击 ， 是一项具有划 时代意义

的重要研究 。
？ 阿西莫格鲁等人发现 ， 曾经被欧洲殖 民者统治的 国家间存在 巨大的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制度差异 。 而这些 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可 以用第
一批殖民 者抵达

殖 民地时的死亡率来解释 。 在那些死亡率较低的 区域 ， 殖民者会选择长期驻扎 ， 将

殖民地当作 自 己 的家园并引人欧洲的法律和产权保护等制度 。 而在那些早期殖 民者

死亡率较高的区域 ，
因为环境恶劣 、 不适合长期居住 ，

殖民者将殖 民地变成了榨取

资源和劳动力 的场所 。 现代 国家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受到 了这种早期殖民地差异 的路

径依赖影响 。 那些早期殖民者死亡率较低 、 殖民者大规模定居 的国家 ， 逐渐发展出

了一套较为公平 、 完善的法治体系 ， 这是现代民主国家的雏形 。 而那些殖民者死亡

率较高 、 殖民者没有大规模定居的地方 ，
殖民地时期的榨取性制度安排则演变为现

代专制政权 的雏形 。 早期的殖民者死亡率不可能受现代发展水平的影响 ， 也不太可

能通过后续政治制度演变这
一

渠道以外 的机制来影 响现代经济发展水平 ，
因 此其符

合作为制度工具变量的排他性限制 。 这是新制度主义的核心观点 ， 即完善的产权保

护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 这项研究提供了系统性的 、 跨 国的 因果识别检验 ， 因此

具有重要意义 。

但是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结论不是一蹴而就的偶然发现 ，
而是建立在历史学家和

区域研究专家大量的史料发掘基础之上。 其分析中用到 的 ８０ 多个原欧洲殖 民地 国

家早期殖民者死亡率 的数据 ， 就是基于历史学家菲利普
？ 柯 廷 （

Ｐｈｉｌｉ
ｐ
Ｃｕｒｔｉｎ ） 关

于欧洲殖民史的 ３０ 多年 的研究成果 。
？ 而早期殖 民者的定居模式与后续制度发展之

间 的关系 ， 也非阿西莫格鲁等人 的首创 。 经济史学家索克 罗夫和安格曼 （
Ｓｏｋｏ ｌｏｆｆ

①例 如 ：
Ｒｏｂ ｅｒｔＥ． ＨａｌｌａｎｄＣｈａｒｌｅ ｓＬＪｏｎｅ ｓ

，
“

ＷｈｙｄｏＳ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ｅ Ｓｏ 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Ｏｕ ｔ
ｐｕｔＰｅｒ

Ｗｏ ｒｋｅｒ 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Ｂ？

Ｍ

ＴｈｅＱｕａｒ
ｔ
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１ ９９９（ １
１４

）
，ｐｐ

．

８ ３

－

１ １６
；
Ａ ｄａｍＰ ｒｚｅｗｏ ｒｓｋ

ｉ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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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的 因果识别设计

在政治学研究 中 的应用

７

ａｎｄＥｎｇ
ｅｒｍａｎ ） 在研究南北美洲巨大的发展差异时 ， 就注意到 了两地不 同 的环境 和

自 然禀赋 （
ｆａｃｔｏｒ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 对欧洲殖 民者建立早期殖 民地政权的影 响 南美洲

炎热湿润的环境使得经济作物的产量较高 。 而经济作物对劳动力需求 巨大 ，
因 此殖

民者在当地建立的初始制度就是 以榨取为 目 的 ，
通过奴役当地人 口实现对 自然资源

和劳动力 的双重剥削 。 相 比之下 ， 北美洲温和的气候环境适合种植对劳动力需求并

不高的小麦等作物 ，
因此并没有大范围地出现像南美洲那样的 以奴役人 口为 目 的 的

榨取性制度安排 。 而这种初始的殖民地制度对两地后续 的制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 阿西莫格鲁及其合＃者的贡献就在于巧妙地将现成 的史料与计量方法结合 ， 运

用工具变量的研究设计检验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 因果效应。

对阿西莫格鲁等人研究的众多批评之
一

是其绾论的外部效度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ｖａｌｉｄｉ ｔｙ ） 。

西方 国家的殖 民历史是一次制度迁移 的宏大 自然实验 ，
殖 民政权的建立对于殖民地

的政治制度构成剧烈的外生冲击 ， 很多殖 民地在此之前甚至不存在规代意义 的 国

家 。 而那些没有彻底沦为殖民地的 区 域 （ 例如东亚和 中东地区等 ）
， 则没有经历类

似的外部引人制度 的冲击 ，
因此也没有进人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分析样本 。 对于这些

历史悠久 ，
而且政权能力足以抵御西方殖 民者 、 不至于彻 底沦 落为殖 民地的 国家 ，

如何评价制度与经济发展间 的关系值得思考 ， 他们 的制度设计是否也如新制 度主义

学派所认为的那样 ，
对 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 了关键的作用 ？

学界为此 已经进行了 不少有意义 的尝试 。 梅拉尔多 （
Ｍｅｎａｌｄｏ ） 在研究 中东与

北非国家时 ， 发现那些在
“

第二次世界大战
”

以后仍然保持了君 主制 的 国家 （ 例

如卡塔尔 、 阿联酋 、 沙特阿拉伯等 ） 普遍政治稳定 、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 而那些名

义上实行了共和制 的国 家 （如伊拉克 、 叙利亚 、 利 比亚等 ） ， 则被政治动荡所困 ，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
？—般认为共和制相 比君主制是一种更具有现代性 的制度 ，

采

用了共和制 的 国家在治理的效果上也应该更好 ， 为何在 中东地 区 出现 了相反 的情

况 ？ 梅拉尔多经过细致的案例研究后发现 ， 那些政体形式上采取 了共和制 的中东 国

家在本质上与君主制国家一样 ， 都属于专制政权 。 而不 同 的是 ，
君主制 国家在权力

继承 、 资源分配、 政策制定等重要议题上 ， 具有更为 明确的行事规则 （如长子继承

制 、 王室会议等 ） ，
而且君主制也通过将传统的神秘化保护这些规则不被轻易修改 。

相 比之下 ， 那些采用了共和体制 的专制国家 ， 在上述重大议题上缺乏规则 ， 即使形

成了规则也容易被强人领导所改变 。 而缺乏明确的规则使得这些 国家的统治精英更

容易 出现分裂 ， 进而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 。 通过收集战后 中东国家

发展的面板数据 ， 梅拉尔多发现实行 了君主制的国家的确在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上

比共和制 国家表现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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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拉尔多的分析中面临 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证明君主制与 较高 经济发展水平 间

的相关性是 因果关系 。 人们对这一反直觉 的实证关系可 能会进行各种 质疑 。 较髙

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可能是 中东君主制 国家能够成功抵制要求实行共和制诉求 的

一个重要先决条件 。 此外 ， 也可能存在一个尚未被 了解的 变量 （ 例如 ，

一

国 的资

源丰富程度 ） ，
既决定了一个 国家 的经济发展水平 ， 又影 响该 国 是否 能够维持君

主制 的统治 。 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 ， 梅拉尔多尝试寻找能够解释 中东国 家政体形态

的工具变量 。 通过对历史和人类学的广泛研究 ， 他发现在该区域实行君主制的 国

家 ， 历史上长期 的社会形态 以游牧部落为主 。 而君 主政权早期的 贵族则是 由 各个

游牧部落的主要头 领构成。 在那 些实行共 和制 的 国 家 ， 历史上则长 期 以城邦为

主
，
游牧部落头领对政治的影响较小 。 通过阅 读农业史和气象史 的资料 ， 他进一

步发现 ， 气候和土壤条件是决定
一地社会形态的 主要原 因 。 在那些降水充沛 、 土

壤肥沃的 区域 （ 如伊拉克的两河流域 ） ，
从很早开始就具有发达的农业 ， 能够承

载更多的人 口
， 因 此也更早地出 现了城市 。 而在降水稀少 、 土壤贫瘠 的地 区 ， 游

牧则成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 通过收集 中东地区 历史 降水量的数据 ，
梅拉尔多

找到 了影响该地区 当前政体形态的工具变量 ， 证实 了特定 的政体形态 （ 君 主制 ）

对威权国家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
？ 事实上 ， 将气候等 自然因素作为制度起源

的研究 ，
在社会科学内有着悠久的 传统 ，

？ 但直到最近才被系 统性地纳入因果识别

的框架 。

上述两项研究都是基于跨国的制度 比较 ， 而类似历史方法在单个国家内 的跨区

域分析 （
ｓｕ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 中 同样应用广泛＾ 比较而言 ， 在一 国 内 的分析 ， 因

为控制 了诸如传统 、 文化 、 语言等潜在的干扰 因素 ，
研究人员能够更好地分离和识

别制度变化所带来 的影响 。
？ 例如 ， 杨 （

Ｙａｎｇ ） 关于科举制度 的长期影响的研究发

现
， 那些在明代考取进士越多 的地 区 ， 在现代人均收人也越高 、 基础设施越完善 、

对教育的投人也越多 。
？ 其认为这

一

相关性的主要 因果机制是大量进士产生后形成

的地方尊重人力资本投资的传统 ， 而对教育的重视直接导致这些地方在现代发展水

平更高 。 为了识别历史进士人数对 当代发展水平 的 因果效应 ， 杨通过发掘县志档

案 ， 将明代各地 自 然灾害 （异常降水 ） 的记载用作 当地考上进士人数的工具变量 。

在另
一项研究中 ， 章奇和刘 明兴发现浙江各地私营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地在改革开放

初期本地干部占 比呈现正相关。 他们认为本地干部在政治上相 比空降的外来干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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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 的 因果识别设计

在政治学研究 中 的应用

９

为弱势 ，
因此需要通过保护本地的 私营经济来获得基层政治支持 。

？ 章奇和刘 明兴

用浙江省各县 １ ９４９ 年以前本地游击队的分布数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地

干部比重的工具变量 ， 证实本地干部比例与私营经济发展具有因果效应 。 受该项研

究启发 ， 本文作者尝试解释浙北 、 苏南两地在改革开放 以后经济发展模式差异的历

史决定因 素 。 本文作者发现 ， 苏南地区之所以高度依赖外资 ， 与改革开放初期该地

国有、 集体经济发达 ， 而当 时国家法律又要求外商投资必须与本地企业合资有关 。

国有与集体企业匮乏的浙江不晷备吸引大量外资的条件 ， 而浙江 的地方官员在考核

的压力之下最终只能够通过发展本地的私营经济来完成考核 目标 。 通过对地方历史

的进一步发搌 ， 本文作者发现两地在改革开放初期 国有 、 集体经济的发达程度 与两

地的地理位置有关 。 浙江因地处对 台海防前线 ， 在计划经济时代接受 的 国有投资远

远少于江苏 。 因此笔者将两地受 台湾军事威胁 的程度 （ 至 台北距离 ） 作为工具变

量
， 发现两地改革开放初期 国有资本的充盈程度的确和两地如今 ，

的发展差异间存在

着因果效应 。
？

这种方法在中国之外也有广泛 的运用 。 例如 ， 梅丽莎 ？

戴尔 （ ＭｅｌｉｓｓａＤｅ ｌｌ ） 等

人的研究发现 ， 越南历史上受中国影响较大的北部地区 ，
基层治理中多采用更为制

度化 的村庄结构 。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越南南部地区 ， 基层治理更多依靠非正式 的人

际网络和恩庇侍从关系 。 这种历史制度差异对当今越南 的区域发展差异产生了重要

影响 。 北部地区的基层社会在原有 的制度框架的基础上 ，
能够更好地克服集体行动

的困境 ，
通过公民 自治来解决公共产品提供和再分配的 问题。 而南部地 区则不具备

类似的制度基础 ， 发展也相对较为迟缓 。 通过运用断点 回归 的研究设计 ， 戴尔等人

发现基层制度的历史遗产对越南当今的区域发展有显著 的影 响 。 就如 同上述例子所

展现的那样 ， 基于一国内 的因果识别设计往往较跨国分析研究设计更为精致 ， 测量

更为准确 ， 更容易获得可靠的结果 ， 但同时对研究者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 研究者

除了掌握基本的计量分析技巧之外 ， 还需要对所研究国 的历史、 文化 、 语言 、 史料

的可得性等都有相当深入 的了解 。

三 基于历史的因果识別在政治态度研究中的应用

基于历史 的因果识别方法另
一广泛使用 的领域是对政治态度 的研究 。 尽管政

治制度与政治态度的研究经常被认为是两个壁 垒分明 的学术流派 ， 但广义的政治

制度也包括了能够引导人们行为 的一些非正式制度 ， 包括观念 、 文化 、 信任等态

①章奇 、 刘 明兴
： 《权力结 构 、 政 治激励和经 济增长——基于浙江 民营经济发展 经验 的政治经济学分

析》
，
格致出版社 ，

２０１ ７ 。

②Ｘｉａｏ Ｍａ
，

＊ ＊

Ｂｅ ｆｒｉ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 ？Ｓｏｃ ｉａｌｉ ｓｔ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
ＬｏｃａｌＳｔａｔ ｅＳｅｃ ｔ

ｏｒ
， ａｎｄＦｏ ｒｅ ｉｇｎＤｉｒ ｅｃ 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

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ｎ

ＡＰａｐｅｒＰ ｒｅ ｓｅｎｔｅｄａｔ ＦｕｄａｎＵ ｎｉｖｅ ｒｓｉ
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ｙ １８ ，２０１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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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元素 。
① 因此从作为研究对象的角 度看 ，

两者也并非全无共通之处 。 在识别因 果

机制这
一

维度上 ，
两者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 。 首先 ，

两者都属于稳定的均衡 ， 因

此不容易被轻易改变 ， 具有
一定的 延续性 这增加 了研究者寻找能影响政治态度

的外生冲击的难度 。 其次 ， 政治态度本身 的决定因素也较为多样 ，
包括个体的 年

龄 、 受教育水平 、 家庭环境 、 历史经历等 。 这些因素不仅互相之间存在相关性 ， 而

且经常和其他 的被认为能够决定政治态度的因素相关 。 这给准确地识别政治态度 的

决定因素和其对其他行为的影响制造了不少挑战 。 研究者利用具有重大影 响 的历史

事件来识别政治态度的决定 因素 。 这些事件的发生 （及其终止 ）
不受被影响个体 的

控制 ， 因此其对个体的影响可以看作是近乎随机的干预 。 而且这些事件往往存续时

间较长
， 其干预的效果足够改变个人及群体的观念态度的均衡值 ， 形成深远持久 的

影响 。

纳恩 （
Ｎｕｎｎ

） 和沃彻肯 （Ｗａｎｔｃｈｅｋｏｎ
） 在

一项研究 中发现 ，
欧洲殖 民非洲期

间受奴隶贸易 影响较大的族群个体 ， 在 ２００５ 年 的非洲价值观调查 （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 ｔ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 ） 中普遍表现 出对他人 （ 包括亲属 、 邻 居 、 同 族、 地方政府等 ） 较低 的信

任 。
③ 尽管这一相关性发现符合心理学、 文化人类学等对低信任水平的 已有解释 ，

但是也面临着因果识别的挑战 。 这一相关性也有可能是 因为当时欧洲殖民者策略性

地选择了那些信任程度一直较低的非洲族群进行奴隶贸易 ， 而并非是 已经结束了上

百年的奴隶贸易对 当前的信任水平造成 了负面影响 。 为 了识别奴隶贸易对政治态度

的影响
，
纳恩和沃彻肯使用非洲各地到海岸线 的距离作为殖民时期奴隶贸易强度 的

工具变量 ， 并发现奴隶贸 易的强度对个体的信任态度有显著的负效应 。 他们 同时发

现 ， 各地距离海岸线的直线距离仅在非洲与政治信任存在负 相关性 ，
而在欧洲和亚

洲则不存在类似相关性 ， 说明 与离海岸线的距离只有可能通过历史上的奴隶 贸易而

非其他现当代的渠道影响政治信任 ，
为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限制提供了有力证据 。

基于历史的 因果分析同样可以为反直觉的发现提供有力 的佐证 。 科恩和海恩穆

尔勒尔 （
ＫｅｍａｎｄＨａｉ 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 在一项研究中发现 ， 在原民主德 国 （ 东德 ） 的居 民

中 ，
有观看西德电视节 目 经历 的居 民对东德政权的支持度更高 ， 对生活现状的满意

度也更高 。
④ 这与文献中关于外 国媒体对威权 国家政治态度的影响 的 已有研究结论

①Ｄｏｕｇａｓｓ Ｃ ．Ｎｏｒｔ ｈ
，／／ｗｔｔｏｉｏ ｒｗ ， ／似衫加 ｉｏｒａｏＺＣｈａｎｇｅａｗ ｉ五ｃｏ／ｉｏｍ ｉｃＰｅｉ／ｏｍｉａｎｃｅ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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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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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当然在美国 政治的研究 中
，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政治 态度可 以受外 界影响而发生短期 的改变 。 例 如一

些事故新闻等会 对人们 的投票行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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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 的 因果识别设计

在政治学研究 中 的应用

１ １

相反 。 科恩和海恩穆尔勒尔认为形成这种结果的主要机制是西方媒体为东德居民提

供了娱乐消遣 （ 因此提高了满意度 ） ， 而并非其他遗漏变量驱使 的结果 。 他们利用

两德分立时期西德电视信号发射塔的位置及信号覆盖范围作为识别手段 ，
发现分布

在信号覆盖范围两侧的居民的政治态度存在显著的差异 ， 为上述发现提供 了有力 的

支持 。

中 国研究政治态度的学者同样将 目光投向 了历史 。 因 为中 国近代史的多次动荡

和历史数据的相对缺乏 ， 绝大部分研究者将可能影响人们政治态度的历史事件范围

缩小到了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 以后 。 例如 ， 陈济冬等发现 ， 在土地改革时期 ， 家庭

成分被定义为
“

坏阶级
”

（例如
“

地主
”

等 ）
的人士及其后代 ， 当前对政府的信任

度普遍较低
，
尽管这些人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较髙的社会经济地位 。

？ 他们进一步

用土壤适耕性等指标作为被定为
“

坏阶级
”

的工具变量 ， 发现上述结果稳健。 与之

类似的是 ，
王裕华的研究也发现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武斗 中ｆ亡越严重 的 区域 ，

居民当前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 。
？ 为 了检验武斗对政府信任 ＆因果效应 ，

王裕华

使用了硫矿所在位置作为武斗激烈程度的工具变量 。 军工厂多靠近硫矿所在地 ， 有

解放军驻守并维持秩序 ， 因此 出现大规模武斗伤亡的概率较低 。 这些研究所共有的

假设是 ， 政治态度一般情况下较为稳定 ，
除非经历剧烈外部冲击 （ 如社会动荡 、 阶

级斗争等 ） ， 否则很难形成新的均衡 。 而新 的均衡一旦形成 ， 又延续了先前 的稳定

性并能够在代际传承。 这种稳定的特点与制度具有相似性 ， 因此在作 为研究对象的

方法上也具有共性 。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结合若干研究实例 ，
着重介绍了历史事件在社会科学研究因果推断中 的作

用 。 这种研究范式为处在因果识别革命进程中 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

研究者无需在定性和定量 、 理论和方法 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 基于历史 的因果分

析要求研究者同时具有对研究对象质性细节 （特别是历史背景文化 ） 的关怀和对严

谨研究设计与定量研究方法的掌握 。 这种研究范式将原本被研究者所逐渐抛弃 的质

性信息重新纳人严谨的分析框架 ， 扩展了强调因果识别设计的研究可以检验的理论

广度 。 从某种意义上 ， 找到一个可供识别因果关系的历史事件犹如找到
一

件被历史

尘封已久的宝物 ，
是社会科学研究 中充满了乐趣的

一种经验 。

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存在其局限性 ， 基于历史的因果识别也不例外 。 首先
， 将

历史事件的外生冲击作为工具变量时 ， 较难证实其排他性限制 。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①Ｊｉ ｄｏｎｇ Ｃｈｅｎａｎｄ Ａｎｎａ Ｚｈａｎｇ ，
“

Ｅｍｂ
ｉｔ ｔｅｒｅｄＷ ｉｎｎｅｒｓ

：Ｒ ｉｇ
ｈ

ｔ
Ｄｅｐｒｉ 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ｏ ｒｔ

ｉ
ｏｎ ，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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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一个事件的后续发展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对当前产生影响 ， 如何证明该事件要通

过研究人员所关心的特定因果机制对当前产生影响是一大挑战 。 因 为历史数据的稀

缺性 ， 很多时候研究人员 只能依赖文字描述 （ 而非数据 ） 来 回应对排他性限制的质

疑
，
不能给 出非常令人信服的辩护 。 同时 ，

因为历史数据的稀缺性 ， 研究人员 经常

缺乏能检验 同一事件的交叉证据 ， 因而数据中存在的衡量偏差往往无法得到检验和

修正 。 而这些衡量偏差有时会对分析结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 响 。
？ 其次 ， 这种研究

方法对于学术训练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 发现一个好的历史 自然实验 ， 除了掌握计

量方法外 ， 还需要研究人员 在历史 、 政治 、 地理 、 经济领域有广泛而且深厚 的积

累
，
而且同 时具有将历史实证数据与理论话题相互联系 的直觉 （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 ） 。 而这种

直觉 ，
很难通过短期高强度训练获得 ， 是研究人员 长期积累 的结果 ，

甚至有可能是

一

种学术界培训之外的能力 。 好的历史 自然实验的不可得性 ，
导致部分研究 出现了

新的数据驱使的趋势 ， 即研究话题受可以获取数据的历史冲击 的限制 ，
没有形成连

贯的研究议题。 如何在历史数据和理论议题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对话 ， 是使用这种方

法的研究人员所要面临 的一大挑战 。

Ｈ ｉｓｔｏ 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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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
，
关于阿西莫格鲁 等的殖民 地制度起源的研究 ，

就有学者提出 疑问
，
认为其数据衡量存在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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